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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双一流”建设项目“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项目编号：２０２０ＳＹＬＺＤＸＭ０３３）的阶段性成果。

①　早在１９７２年，以法国前总理富尔为主席的国际教育委员会出版的《学会生存———世界教育的今天和明天》，就提出了具有深

远影响的“终生教育”和建立“学习型社会”的思想。

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合作：
从学习者到引领者＊

刘铁娃

摘　要：１９７１年中国恢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合法席位之后，一直与该组织保持着
良好的合作关系，影响力不断上升，角色有所变化。中国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主要是学
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知识和经验，并将其“思想实验室”的功能在中国实践和推广。从
九十年代开始，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内更加活跃，作用不断增强，积极与该组织及其
他会员国在各个领域展开合作。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中国的角色从学习者转变为引领者，

提供了包括资金、经验、理念等在内的一些公共产品。随着中国实力地位的继续上升，美
国再次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所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在当前的特殊情势下，对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运作起到了不可或缺的支撑和引领作用，

成为促进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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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ＵＮＥＳＣＯ）成立于１９４６年１１月，中国是该组织的创始会员国，也是第一
批签字的１４个国家之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作为最具普遍性、权威性的教育、科学、文化和传播治
理方面的国际组织，通过召开会议、签订协定、制定行动计划、设定统计及评估指标、建立各业务领
域分支机构等方式，促进各国的发展与合作。自该组织成立以来，其“思想实验室”的前瞻性地位在
“学习型社会”、“全民教育”、“终身教育”①、“非洲优先”、“可持续发展”、“青年就业”、“文化多样性”

及“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等理念的倡导与行动中得到验证和巩固。但是，随着全球力量格局的不断
变化，以及与美国关系的变化，该组织内部的政治争论也影响到其正常运作。事实上，自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以来，美国一直不满意该组织内部发展中国家占优势的情况，两次退出这一重要的国际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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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１２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四十届大会的开幕式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指出多边主义目前面临的五大危机：第一是来自经济领域和地缘政治的冲突；第二，社会分裂导致
无法凝聚共识、作出决定；第三，各国人民以及族群之间日益分裂，出现了歧视及仇视的情况；第四，
人与地球的关系几近破裂；第五，数字鸿沟导致了更多的网络犯罪①。在此背景下，本文系统回顾
并分析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合作历史及现状，对于中国在下一阶段更好地参与该领域的工
作，具有积极的意义。更为重要的是，作为该组织机构中影响力最大的国家之一，中国在国际组织
中的角色正在从受援者、学习者变为资助者和引领者，从内化现有的国际理念逐步过渡到引领和塑
造新的国际理念。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合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一、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的学理内涵

从建构主义视角出发，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互动实际上是“结构－施动者”双向建构，是
一种双向社会化进程。杰弗里·切克尔（Ｊｅｆｆｅｒｙ　Ｃｈｅｃｋｅｌ）认为，社会化意味着施动者（Ａｇｅｎｔ）在接
受集体规范之后，开始从结果性逻辑（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转变为适当性逻辑（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Ａｐｐｒｏ－
ｐｒｉａｔｅｎｅｓｓ）。施动者通常会采取以下两种方式来遵循适当性逻辑：一是施动者通过学习某个角色
来采取适当的行动，使得他们能够符合规范的预期，无论他们是否同意或者喜欢这个角色，即有意
识的“理性人”被有意识的角色扮演（Ｒｏｌｅ　Ｐｌａｙｉｎｇ）所替代。二是施动者将接受团体或组织的规范
并视为正确的事行使，接受团体的利益以及自身在团体中的身份，即有意识的“理性人”被“理所应
当”（Ｔａｋｅｎ－ｆｏｒ－ｇｒａｎｔｅｄｎｅｓｓ）的意识所取代②。可见，社会化是一种行为体持续地融入社会的进
程，并且不断通过学习、适应、内化等方式，吸收社会规范与价值，最终表现出认同身份与共同利益、
遵循与修改现有规范或创造新规范的行为模式。
国际组织与主权国家的社会化进程包含两层理论内涵：第一，国际组织的“传授”（Ｔｅａｃｈ）理

论。玛莎·芬尼莫尔（Ｍａｒｔｈａ　Ｆｉｎｎｅｍｏｒｅ）在其著作《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中，详细论述了国际
组织如何通过“传授”（Ｔｅａｃｈ）的方式，说服并塑造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利益与身份。芬尼莫尔认
为，利益是通过社会互动建构而成的，国际组织通过教育的方式使国家社会化，使国家接受新的政
治目标和新的价值③。此外，芬尼莫尔将规范定义为“行为体共同持有的适当行为的共同预期”，具
有集体性的特征④。芬尼莫尔在此著作中主要凸显的是自上而下的社会化机制，即“国际组织－国
家”这一单向社会化路径，这一路径表明了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利益，可以通过接受外部的教育与
说服形成。因此，中国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合作互动过程中，教科文组织在某种程度上对中国参
与教科文领域的国际合作产生规范性教育的作用，从而能够推动中国的利益认知与身份转变。
第二，国际规范的传播理论。国际规范是国际组织与国家社会化互动的关键内容和重要途径。

国际组织通过“传授”相关的国际规范至国家，以促使国家能够认识、学习并接受其规范的内容与价
值，最终达到促使国家遵循国际规范的目的，进一步参与国际组织框架下的合作。玛莎·芬尼莫尔
和凯瑟琳·斯金克（Ｋａｔｈｒｙｎ　Ｓｉｋｋｉｎｋ）提出了“规范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国际规范的演变包括形成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扩散（Ｃａｓｃａｄｅ）与内化（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三个阶段⑤。切克尔在此基础上对规范传播
的机制进一步细化，认为规范传播机制主要包含战略计算（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角色扮演（Ｒｏ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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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１１月，笔者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四十届大会开幕式的会议记录整理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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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玛莎·芬尼莫尔：《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袁正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３页。
［美］玛莎·芬尼莫尔：《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袁正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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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ｌａｙｉｎｇ）和规范劝服（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Ｓｕａｓｉｏｎ）①。因此，国际规范的演变遵循着一定机制，国际规范在
传播过程中根据不同时空与情景会出现相应的变化，国家在接受规范的过程中也会通过认识、学
习、内化的方式，不断调整自身的定位与利益认知。在研究国际规范的演变以及国际组织与国家互
动过程中，需要注意行为体的主动性以及规范自身内容的变化。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合作
进程中，相关的规范具有规律性的演变过程，中国也由“被动地”接受相关规范到“主动地”学习、内
化甚至创新相关的国际规范，实现由学习者到引领者的成功转变。

总之，本文研究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合作，体现了两者社会化的互动方式。一方面，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中国“传授”（Ｔｅａｃｈ）了组织范围内关于教育、科学、文化领域的规范与价值理
念。另一方面，中国从最初对教科文组织不信任到主动学习，再到主动引领的态度变化，体现了中
国在国际教科文领域从学习规范到内化规范的转变，以及中国在国际教科文领域身份与利益认知
的转变。

二、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的基本历程

回顾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合作历程，总的特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中国与该组织
从原有被动参与的疏离状态，逐步转变为积极主动的紧密状态；其次，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各项工作中，逐步从受援者、学习者转变为资助者和引领者，从内化现有理念转变为塑造新的理念；

最后，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大，这与中国不断上升的综合国力相一致，也与
中国政府提出的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政策目标相一致。

１．作为受援者与学习者的阶段

１９７１年１０月，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４天之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为第一个恢复
中国合法席位的联合国专门机构。１９７２年，恢复席位后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了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第１７届成员国大会。但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中国对于几乎所有的国际组织都缺
乏了解及信任，政策上也多数表现为旁观甚至是疏离。１９７４年，北京师范大学原副校长顾明远以
教育顾问的身份，随我国代表团参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十八届大会。他回忆说：“等到表决时，

对于发展中国家提出的扫盲、普及初等教育的立项，我就高高举手；对于终身教育的立项，我也不敢
反对，因为不了解，只好弃权。当时阿尔巴尼亚还是我们的盟友，他们的代表坐在我的右前方，他常
常转过头来看我，看我举手他就举手，看我不举手，他也就不举手。”②这种意识形态为导向的外交
政策持续了一段时间，直到１９７８年７月，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马杜－马赫塔尔·姆博
到访中国，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长、文化部副部长和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与联合国教育、

科学和文化组织总干事会谈备忘录》，这成为中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展合作的真正起点。

从１９７８年下半年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期，双方每年合作的项目都超过３００个。１９７９年２月，

邓小平亲自批准的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正式成立，作为国内协调机构，中国与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的合作自此进入快车道③。在这一阶段，中国是一个学习者，或者说是知识和技术输入
国④。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开始作为学习者，参与学习教科文组织的规范、开展合作项目。中国作
为学习者的一个典型案例是：１９７５－１９８３年，中国科技情报所通过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派出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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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垚、山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中国角色》，《人民文摘》２０１４年第１期。该文参考了谢喆平教授的相关案例与分析，参见谢
喆平《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关系演进：关于国际组织对会员国影响的一项经验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５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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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和请外国专家来华举办学习班，培养了２００多名情报学科人员。在当时的背景下，科技是双方
合作初期进展最为顺畅的领域，涉及物理、化学、自动化技术、信息情报、海洋学、环境、生物、水文地
质、计算机等方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中国开放旗下六大政府间合作计划（“政府间海洋学委员
会”、“国际水文计划”、“人与生物圈计划”、“国际地质对比计划”、“综合信息计划”、“政府间信息学
计划”），为中国在科学领域的拓展提供了整体渠道，使渴求科技信息的中国少走了不少弯路①。这
一时期，中国开始积极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各项事业，但总体来说还是扮演学习者、规范接受
者的角色。对于进入到国际体系不久、对多边外交还不熟稔的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

２．作为资助者与引领者的阶段
进入到九十年代后，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对多边外交日益熟悉，在国际组织

中发挥的作用也增强了。九十年代的中国虽然还不能主动倡导和塑造新的国际规范，但是在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中所承担的任务、所发挥的作用都是十分重要的，其中就包括分享中国的教育经验。

１９９３年１０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２７届大会上，１８４个会员国全体一致表决同意由中国政府提
出的在中国建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的建议。这也是当时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唯一设在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机构。将农村问题与教育问题相结合，成功地迈出了中国在自
身经验积累的基础上探索在国际组织中发挥作用的第一步，也为中国从教育输入转为输出奠定了
基础。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也因此被誉为“广大会员国代表在中国的家”②。时任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教育助理总干事尼古拉斯·伯内特评价说：“中国已经开始向国际社会提供更多援助。
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让国际社会分享中国的成功经验……我们重点关注四个领域：教师、扫盲、技
术教育与全方位教育的规划。中国在这些方面都有重要的经验值得参考。”③

从２００１年到２０１０年，中国的综合国力有了相当大的跃升。在２００１年的时候，中国的总体经
济实力大概只相当于美国的１０％左右，而到了２０１０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已经是美国的
一半左右。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不仅为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也使得国际上许多发展中国家期望中国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这些公共产
品不仅仅是资金，也包括新的规范性理念。因此，进入２１世纪后，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的角
色，逐步从原有的受援者、学习者，转变为资助者和引领者，这重点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中国已经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缴纳会费最多的国家，也是重要的预算外捐助国。这是

中国同教科文组织合作持续深化的重要表现。会费是维持教科文组织内部正常运行、组织职能顺
利落实的关键要素，中国缴纳会费从２０１４年的３３６１６４４０美元（占整体会费的５．１４８％）提升到

２０１９年的５２６１３１９３美元（占整体会费的１５．４９％），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缴纳会费最多的国家。
这是中国对教科文组织工作支持力度加大，并加深同教科文组织在各领域开展合作的重要体现，更
是中国同教科文组织推动包容、和谐、平等、多元的教育、文化、科技领域可持续发展共同理念的重
要彰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网上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２０２０年的预算贡献比已经达到１５．
４９３％，位居第一（见图１）④。
此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新的教师战略和南南合作框架下，设立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

国信托基金项目。这是中国首次通过国际组织实施国际教育援助的新尝试，也标志着中国与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形成新的合作伙伴关系的开端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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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垚、山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中国角色》，《人民文摘》２０１４年第１期。

孟梅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在中国的实践与探索》，《世界教育信息》２００６年第３期。

周一、熊建辉、张鹤：《全球教育治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作用与中国的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助理总干事尼古拉
斯·伯内特专访》，《世界教育信息》２００９年第３期。

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ｎｅｓｃｏ．ｏｒｇ／ｅｒｉ／ｃｐ／ｆａｃｔｓｈｅｅｔｓ／ＭｅｍｂｅｒＳｔａｔｅｓ－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ｐｄ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中国信托基金项目正式启动》，ｈｔｔｐ：／／ｏｌｄ．ｍｏｅ．ｇｏｖ．ｃｎ／／ｐｕｂｌｉｃｆｉｌｅｓ／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ｈｔｍｌｆｉｌｅｓ／ｍｏｅ／ｍｏｅ＿８８０／

２０１２１２／１４５２１８．ｈｔｍｌ。



图１　２０２０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员国预算比例①

其次，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推动了许多项目，支持多边主义合作。因为中国在扫盲领
域取得的巨大成就，２００４年４月，山东省人民政府和济宁市人民政府分别致函中国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全国委员会，正式提出申报设立孔子教育奖（也称为“孔子扫盲奖”）。最终，“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孔子教育奖（扫盲奖）”于２００５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３３届大会批准设立，以中国著名思想
家、教育家孔子命名，是首个以中国人名字命名的国际奖项，该奖项主要用于奖励在全民教育领域
取得突出成就的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具有突出贡献的个人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助理总
干事唐虔指出，“孔子扫盲奖”的设立表明了中国对国际扫盲事业的支持，同时这一奖项的设立也可
以将中国的扫盲经验与其他国家分享，从而促进各国一同努力，将全球扫盲事业做得更好③。能够
体现该时期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重点的另一个例子是“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该奖项设
立于２００４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投身于科学的女性”计划在中国的延伸，由中华妇女联合会、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和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共同发起，旨在表彰奖励在科学研究和应
用领域取得重大科技成果的青年女科学家④。“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设立１４年来，培养、发现、举
荐了１３４位优秀女性科技工作者。在２０１８年的两院院士增选中，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获奖者陈化
兰、王小云成功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⑤。这不但对于中国女性在科学教育领域的作用起到了推动
作用，也在世界范围内树立了中国在保护妇女儿童权益方面的良好形象。这两个国际国内奖项的
设立，也是中国在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理念深度融合后，再将其影响力进一步向内外辐射的成功
尝试。

近年来，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进行了一系列具有重大影响的活动。在设立奖项方面，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促进女童与妇女教育特使彭丽媛与博科娃总干事一起向印度尼西亚和津巴布韦

获奖者，颁发了首届教科文组织女童与妇女教育奖，表彰他们为实现教育领域性别平等所作贡献；

中国捐资５６０万美元支持教科文组织《信使》杂志复刊，促进文明交流对话等⑥。这其实指出了中
国在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中的几个重要方向：教育文化、妇女儿童以及信息传播领域的发展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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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孔子教育奖》，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ｅ．ｇｏｖ．ｃｎ／ｓ７８／Ａ２３／ｍｏｅ＿８８０／ｔｎｕｌｌ＿１２９７５．ｈｔｍｌ。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孔子扫盲奖”》，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ｃｉｏ．ｇｏｖ．ｃｎ／ｚｔｋ／ｗｈ／１２／６／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７６１０４８／７６１０４８．ｈｔｍ。

ｈｔｔｐｓ：／／ｂａｉｋｅ．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ｉｔｅｍ／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８８２５７０９？ｆｒ＝ａｌａｄｄｉｎ．
《第十 四 届 “中 国 青 年 女 科 学 家 奖”：女 性 同 样 在 用 科 学 改 变 世 界》，ｈｔｔｐｓ：／／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ｓ？ｉｄ＝
１５８９４４２１１５１０９５８６４７９＆ｗｆｒ＝ｓｐｉｄｅｒ＆ｆｏｒ＝ｐｃ。
《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团举行沈阳代表到任招待会》，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ｉｆｅｎｇ．ｃｏｍ／ａ／２０１６１１３０／５０３４２７８５＿０．ｓｈｔｍｌ。



合作。
最后，中国在该组织内部高级别官员任职方面不断突破，有利于深化中国与教科文组织的合

作，维护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并在教育科学文化领域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一多边舞台上发
挥中国的建设性作用①。２００５年１０月，中国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１７３届执
行局第一次会议上以绝对优势票（４１／５８）当选为该组织执行局主席。这是新中国在该组织三大机
构中取得的最高职位。２０１０年４月，唐虔担任教科文组织教育助理总干事。２０１３年１１月，在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第３７届大会上，中国教育部副部长郝平当选为新一届大会主席。这是中国代表首次
当选大会主席②。２０１８年３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奥德蕾·阿祖莱宣布任命４名该组织管
理团队成员，其中，中国驻比利时大使曲星被任命为该组织副总干事③。
此外，中国拓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合作渠道，积极推进二类机构、创意城市及教席的建设。

截至目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中国设立二类机构共有十五家④，创意城市十四个，教席十八个（见
表１、表２、表３）。除了教席的设置，二类机构与创意城市都是在２０１０年以后出现较为迅速的增
长，这一方面说明了我们长期以来对于教科文组织在教育领域工作的认可与支持，也体现了新时期
中国在科学研究、文化文明、信息传播方面对于该组织机构权威性的认识，并积极参与相关领域的
工作。双方合作关系从国家层面发展到城市层面。例如，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３０日，中国南京和扬州入
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创意城市网络”⑤。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ＵＮＥＳＣＯ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Ｃｉｔｉｅ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是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推行的三大旗舰文化项目之一，旨在对成员城市促进当地文化发展
的经验进行认可和交流。中国同教科文组织在文化领域的合作从国家层面发展到城市层面，这有
助于双方合作和了解的不断加深，构建一个有效的全球城市治理体系。

表１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中国设立的二类机构⑥

时间 机构名称 机构特征 地点

１９８４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泥沙研

究培训中心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中国政府合作在我国建立的第一

个国际科学中心
北京

２００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

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
在发展中国家建立的第一个遗产保护领域的二类机构

北京、上

海、苏州

２０１１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自然与

文化遗产空间技术中心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设立的第一个基于空间技术

的世界遗产研究机构
北京

２０１２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科技战

略研究与培训中心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个关注科技创新政策的二类中心，

也是国内首个科技政策领域的二类中心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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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同志当选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主席》，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ｅ．ｇｏｖ．ｃｎ／ｓ７８／Ａ２３／ｍｏｅ＿８８０／ｔｎｕｌｌ＿

１２５１０．ｈｔｍｌ。
《中国教育部副部长郝平当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３７届大会主席》，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ｊｒｚｇ／２０１３－１１／０６／ｃｏｎｔｅｎｔ＿

２５２２２４９．ｈｔｍ。
《中国驻比利时大使曲星被任命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副总干事》，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ｗｏｒｌｄ／２０１８－０３／２９／ｃ＿

１１２２６１２３３４．ｈｔｍ。

二类机构在法律上并不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部分，但通过大会批准的正式安排与该组织联系在一起，这些机构承诺支持
教科文组织的战略方案目标，直接由它们所在的会员国提供资金，但其范围超出了所在国家的边界。有些是区域性的，而另
一些则涵盖一个以上的区域或围绕某个主题。许多二类机构参与能力建设和研究，而有些则通过基金会的形式支持其他组
织开展活动。参见ｈｔｔｐ：／／ｗｈｃ．ｕｎｅｓｃｏ．ｏｒｇ／ｅｎ／ｃａｔｅｇｏｒｙ２ｃｅｎｔｒｅｓ／。

ＵＮＥＳＣ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庆祝世界城市日并指定６６新创意城市》，ｈｔｔｐｓ：／／ｚｈ．ｕｎｅｓｃｏ．ｏｒｇ／ｎｅｗｓ／ｌｉａｎ－ｈｅ－ｇｕｏ－ｊｉａｏ－
ｋｅ－ｗｅｎ－ｚｕ－ｚｈｉ－ｑｉｎｇ－ｚｈｕ－ｓｈｉ－ｊｉｅ－ｃｈｅｎｇ－ｓｈｉ－ｒｉ－ｂｉｎｇ－ｚｈｉ－ｄｉｎｇ－６６ｘｉｎ－ｃｈｕａｎｇ－ｙｉ。

作者根据相关材料整理。



２０１２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非

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培训中心
北京

２０１４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工程科

技知识中心
北京

２０１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岩溶研

究中心
地球科学领域的首个国际二类机构 桂林

２０１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创意与

可持续发展中心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个“国际创意与可持续发展中心” 北京

２０１６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尺度地

球化学国际研究中心
廊坊

２０１６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等教育创

新中心（中国深圳）
亚太地区设立的唯一一个专注于高等教育的二类中心 深圳

２０１６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工程教

育中心
唯一一个以工程教育为主题的二类机构 北京

２０１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系学校网

络国际中心
全球唯一聚焦于联系学校项目网络领域的二类机构 深圳

２０１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师教育中

心
首家落户上海的二类机构 上海

２０１９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理论物

理中心（亚太地区）

国际理论物理中心由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萨拉姆倡

议，于１９６４年成立，被称为“发展中国家物理科学家的

殿堂”，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类研究机构

北京

表２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中国认可的创意城市①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 深圳

２０１０年２月 上海

２０１２年６月 北京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 武汉

设计之都

２０１０年２月 成都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 顺德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 澳门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 扬州

美食之都

２０１２年４月 杭州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 苏州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 景德镇

民间手工艺之都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 青岛 电影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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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作者根据相关材料整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ＵＣＣＮ）创立于２００４年，致力于促进将创意视为可持续发展战略
因素的城市之间的合作。目前，该网络由２４６个城市参与构成，共同肩负着同一使命：使创意和文化产业成为地区发展战略
的核心，并且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创意城市网络涉及七个创意领域：手工艺与民间艺术、媒体艺术、电影、设计、美食、文学和
音乐。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 长沙 媒体艺术之都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 南京 世界文学之都

表３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中国的十八个教席①

１９９２年 北京大学 植物生物技术

１９９８年 东南大学 文化管理

１９９９年 清华大学 继续工程教育

１９９９年 北京大学 高等教育

２００１年 中国人民大学 版权与邻接权

２００１年 中山大学 科学与技术政策

２００４年 华东师范大学 教师教育

２００５年 北京交通大学 高等工程教育与产业合作

２００５年 中国传媒大学 传媒与女性

２００５年 云南大学 南极和南大洋环境科学生态技术

２０１０年 浙江大学 创业教育

２０１１年 香港教育学院 技术及职业教育和培训以及终身学习

２０１２年 北京理工大学 应对气候变化科技南南合作

２０１２年 香港大学 比较教育

２０１４年 华东师范大学 海洋与城市发展

２０１７年 景德镇大学 陶瓷文化保护与创新

２０１７年 华中科技大学 工业遗产

２０１７年 南京大学 和平研究

三、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的重点领域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设六个专门委员会，这六个委员会其实是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领域
的细化。虽然中国在与各委员会的合作过程中有所侧重，但总的来说，不同专业领域的角色都在逐
渐从学习者、受援者转变为资助者和引领者。２０１９年１１月，第３９届大会主席阿劳维（Ｚｏｈｏｕｒ
Ａｌａｏｕｉ）在第４０届大会的演讲中指出了过去两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面临的三项主要挑战及应对
成果。首先，财务方面，教科文组织不能完全依赖预算外资金捐助；成员国对教科文的期待与其给
予的预算得到平衡才能实现想要实现的目标。其次，急需改善教科文组织的工作方式，加强教科文
组织现代化管理，提升工作绩效。最后，有些国家威胁停止成员国与组织对话，停止成员国之间的
对话，立场不断孤立化②。这些具体的挑战，也是中国当前和未来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重点展开合
作的方面。目前，中国积极参与这些方面的工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促进全球教育公平
中国与教科文组织为促进教育领域性别平等，推动国际女童和妇女教育发展，双方联合举办国

际女童和妇女教育研修班。研修班围绕教育性别平等评估、女童和妇女技能发展与创业教育、建立
包容和性别平等的环境等议题进行交流、分享经验、探讨对策。这一合作模式凸显双方对促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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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作者根据相关材料整理。教席项目包括培训、研究、学者交换等形式，并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涉各领域内的信息共享提供
了一个平台。大多数项目都为跨学科、跨部门的类型，而且涵盖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所有项目部门。由于教席项目本身特
点及其具有的灵活性，各大学可以更自主地根据不断变化的经济、社会以及技术现状来满足自身的教学及研究需要。１９９２年
项目创始以来，已有１１６个国家约７００个教育机构加入了这一项目。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笔者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４０届大会开幕式的会议记录整理所得。



公平的重视①。此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女童和妇女教育奖也由中国政府提议并资助设立，是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在这一领域设立的唯一奖项。２０１９年５月，中国政府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在北
京举办国际人工智能与教育大会，会议审议并通过成果文件《北京共识———人工智能与教育》。《北
京共识》强调数字技能方面的性别差距是人工智能专业人员中女性占比低的原因之一，且进一步加
剧了已有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北京共识》提出致力于在教育领域开发不带性别偏见的人工智能应
用程序，通过提升女童和妇女的人工智能技能，增强她们的权能，在人工智能劳动力市场和雇主中
推动性别平等②。中国政府的支持对教科文组织开展上述活动具有重要意义，彰显了中国政府对
女童和妇女教育方面的重视和倡导。

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领域倡议活动，为全球教育普及、教育公平作出中国贡
献，成为国家－国际组织合作交往的典范。《北京共识》提出，各国要制定相应政策，推动人工智能
与教育、教学和学习的系统性融合，利用人工智能加快建设开放灵活的教育体系，促进全民享有公
平、有质量、适合每个人的终身学习机会③。双方合作设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学校国际中心，促进
国家学校交流与协作。２０１８年４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系学校国际中心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

２０４届执行局会议审议通过，正式落户海南三亚。该中心立足海南、面向全球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联系学校项目网络（ＡＳＰｎｅｔ），聚焦基础教育领域的交流合作。如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扫
盲奖由中国资助的“孔子扫盲奖”和韩国资助的“世宗王扫盲奖”组成，中国的角色开始转变。此外，

中国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的长城奖学金名额也由每年

２５人扩大为７５人④。长城奖学金项目是中国政府在教科文组织平台与发展中国家展开人才培养
合作的开始。２５年来，已有来自１００个国家的７０３名学生获得资助⑤。

２．推动国际科技合作
在自然科学领域，２０１８年６月２４日，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签订双边

合作协议书。这一合作计划旨在通过开展国家和国际层面有针对性的专项活动和合作项目，协助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员国、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科技类博物馆的建设和发展，借助科普场馆
的展教资源支持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ＳＴＥＭ）的非正规教育，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科技类
博物馆的合作与交流，实现科普资源和展览教育资源的互惠共享。由此可见，中国所倡导的“共商、

共建、共享”的理念已经融入到了同教科文组织的合作和项目实施中⑥。另外一个例子是，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国际理论物理中心亚太地区”（ＩＣＴＰ－ＡＰ）于２０１９年５月在北京正式启动⑦。未来国
际理论物理的知名专家及年轻学者将在此进行合作研究与交流。国际理论物理中心（亚太地区）的
建立是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深度合作之一。中心的成立对改善相关学科的科研环境具有重
大意义，同时对培养全球科技创新人才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国积极参与制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重要基础性文件，贡献中国智慧。

２０１９年１月１８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官网正式公布保护语言多样性的《岳麓宣言》。会后，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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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助力女童和妇女教育———国际女童和妇女教育研修班开班》，ｗｗｗ．ｍｏｅ．ｇｏｖ．ｃｎ／ｊｙｂ＿ｘｗｆｂ／ｇｚｄｔ＿ｇｚｄｔ／

ｍｏｅ＿１４８５／２０１６０６／ｔ２０１６０６０６＿２４８２９９．ｈｔｍｌ。
《重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共识———人工智能与教育＞全文》，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ｏｈｕ．ｃｏｍ／ａ／３２３９５２２８７＿１０００２０５７８。
《国际人工智能与教育大会通过成果文件＜北京共识＞》，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２０１９－０５／１８／ｃ＿１１２４５１２７３６．ｈｔｍ。
《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携手共进》，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ｔｏｄａｙ．ｃｏｍ．ｃ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ｚ／ｚｇｇｃ／２０１５１１／ｔ２０１５１１２４＿８０００４３２１３．ｈｔ－
ｍｌ。
《中国与教科文组织共同庆祝长城奖学金设立２５周年》，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ｗｏｒｌｄ／２０１９－１１／１４／ｃ＿１１２５２３１８５５．
ｈｔｍ。
《中国 自 然 科 学 博 物 馆 协 会 与 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签 订 合 作 协 议 书》，ｈｔｔｐ：／／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ｓ？ｉｄ＝
１６０４２２０７０５５１８０８６０４１＆ｗｆｒ＝ｓｐｉｄｅｒ＆ｆｏｒ＝ｐｃ。

中国科学院：《国际理论物理中心（亚太地区）建立签约仪式在京举行》，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ｓ．ｃｎ／ｙｗ／２０１７０５／ｔ２０１７０５１５＿４６０１４５２．
ｓｈｔｍｌ。



合国教科文组织按照程序广泛征求意见，并进一步完善后形成宣言最终文本。《岳麓宣言》是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首个以“保护语言多样性”为主题的宣言，是重要的永久性文件，也是联合国“２０１９国
际本土语言年”的重要基础性文件。《宣言》向全世界发出倡议，号召国际社会、各国、各地区、政府
和非政府组织等就保护和促进世界语言多样性达成共识①。
３．加强跨文化交流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致力于在全球各地搭建平台，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分享经历、了解彼此，从

而促进世界和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促进国际合作与交流上有共同理
念。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联合提交的“丝绸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网”于２０１４
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跨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典范。目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中国正在合作
开展“丝绸之路网上平台”旗舰项目，希望重新激活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文明对话，并得到了中国、阿
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德国、阿曼等国家的大力支持②。２０１８年１０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阿曼举
办了“一带一路”国际网络平台专家会议。北京国际和平文化基金会理事长李若弘因对创新“一带
一路”与国际社会融合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历史与文化记忆部主管阿里·穆萨
伊耶（Ａｌｉ　Ｍｏｕｓｓａ　Ｉｙｅ）代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李若弘颁发了“丝绸之路、对话之路”和平奖章③。
中国积极响应教科文组织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例如，２０１９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非洲

世界遗产保护能力建设与合作论坛的召开，表明中国重视开展同教科文组织以及非洲文化遗产保
护的多边合作，推动中国与非洲的文明对话以及文化保护与交流工作④。数据表明，中国在世界遗
产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基金的出资情况方面，都是居于领先地位的（见图２、图４）。

图２　２０１９年非物质文化遗产基金成员国出资情况（单位：千美元）⑤

４．非洲和“一带一路”沿线是重点区域
中国特别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框架下的非洲优先发展计划。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

国－非洲行动”于２０１３年６月开启，制定了“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援助非洲信托基金”项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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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公布保护语言多样性＜岳麓宣言＞》，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ｅ．ｇｏｖ．ｃｎ／ｓ７８／Ａ１９／Ａ１９＿ｚｔｚｌ／ｚｔｚｌ＿ｓｊｙｙｚｙｂｈ－
ｄｈ／２０１９０１／ｔ２０１９０１２２＿３６７６４９．ｈｔｍｌ。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主席：以文明对话构建世界和平》，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ｃｉｏ．ｇｏｖ．ｃｎ／３７２５９／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１６５５１０８／１６５５１０８．
ｈｔｍ。
《李若弘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对话之路”和平奖章》，ｈｔｔｐ：／／ｃｎ．ｃｈｉｎａｇａｔｅ．ｃｎ／ｎｅｗｓ／２０１８－１１／０２／ｃｏｎｔｅｎｔ＿

６９７２３１６８．ｈｔｍ。

ＵＮＥＳＣ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与中国就开展世界遗产保护项目达成一致》，ｈｔｔｐｓ：／／ｚｈ．ｕｎｅｓｃｏ．ｏｒｇ／ｎｅｗｓ／ｌｉａｎ－ｈｅ－

ｇｕｏ－ｊｉａｏ－ｋｅ－ｗｅｎ－ｚｕ－ｚｈｉ－ｆｅｉ－ｚｈｏｕ－ｙｕ－ｚｈｏｎｇ－ｇｕｏ－ｊｉｕ－ｋａｉ－ｚｈａｎ－ｓｈｉ－ｊｉｅ－ｙｉ－ｃｈａｎ－ｂａｏ－ｈｕ－ｘｉａｎｇ。

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ｎｅｓｃｏ．ｏｒｇ／ｅｒｉ／ｃｐ／ｆａｃｔｓｈｅｅｔｓ／ＭｅｍｂｅｒＳｔａｔｅｓ－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ｐｄｆ．



实施计划，该基金旨在加强对非洲教师的培训，进而缩小非洲各国之间的教育质量差距①。中非双
方支持该项目继续实施并延长四年（２０１８－２０２１年）。２０１８年，中非合作论坛发布了《关于构建更
加紧密的中非共同体的北京宣言》及《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２０１９－２０２１年）》。中方将实
施“头雁计划”，为非洲培训１０００名精英人才，为非洲提供５万个中国政府奖学金名额，为非洲提供

５万个研修培训名额，为非洲培养更多各领域专业人才，继续实施“中非高校２０＋２０合作计划”，搭
建中非高校交流合作平台②。

２０１７年，在竞选上一届总干事的过程当中，西方媒体对于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工作发
表了很多负面评论。但是在此次博弈中，中国的政策在后期表现了一定的灵活度。中国在前期有
自己推荐的候选人———时任教科文组织教育助理总干事唐虔，其他八位候选人的提名国分别为阿
塞拜疆、越南、埃及、卡塔尔、危地马拉、伊拉克、黎巴嫩和法国。在前三轮投票中，卡塔尔与埃及候
选人及法国候选人都相对领先。第四轮选举前，中国候选人宣布退出选举。有消息及分析指出，中
国可能支持埃及候选人，埃及官方据此公开感谢中国支持。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所刘乃亚研究员
在采访中指出，“中国支持埃及的原因有很多，包括能够与阿拉伯世界进一步提升关系，以及埃及在
‘一带一路’贸易及基础设施计划中的支持”③。
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持续开展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成员国的合作。教育部出台了《关

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以及《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作为在教育
领域的落实方案，将为教育领域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有力支撑。具体说来，《教育行动》设计了
“教育行动五通”，其中就包括将推动落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亚太地区承认高等教育资历公约》，
支持教科文组织建立世界范围内的学历互认机制，实现区域内双边多边学历学位关联互认④。从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金使用的主要领域可以看出，教育与文化始终是该组织工作的重点，这与中国
一直以来的工作侧重点吻合度较高。但与此同时，数据显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金的主要接收国
集中表现为战乱国家、脆弱国家及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见图３）。在实际工作中，因为中国一

图３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金主要接收国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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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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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郭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中国携手开展对非教育援助》，《世界教育信息》２０１３年第１２期。
《非洲 各 界 热 议 习 主 席 讲 话：中 国 领 导 人 治 国 理 政 能 力 令 人 叹 服》，ｈｔｔｐｓ：／／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ｓ？ｉｄ＝
１６１０９１５０４９３４１３８２３５５＆ｗｆｒ＝ｓｐｉｄｅｒ＆ｆｏｒ＝ｐｃ。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ｕｌｄ　Ｔａｋｅ　Ｂｉｇｇｅｒ　Ｒｏｌｅ　ｉｎ　ＵＮＥＳＣＯ　ａｆｔｅｒ　ＵＳ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ｃｍｐ．ｃｏｍ／ｎｅｗｓ／ｃｈｉｎａ／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ｄｅ－
ｆｅｎｃｅ／ａｒｔｉｃｌｅ／２１１５３０５／ｃｈｉｎａ－ｃｏｕｌｄ－ｔａｋｅ－ｂｉｇｇｅｒ－ｒｏｌｅ－ｕｎｅｓｃｏ－ａｆｔｅｒ－ｕｓ－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
裴倩敏：《让“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在教育领域落地生根———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就＜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答记者
问》，《中国大学生就业》２０１６年第２１期。

作者根据相关数据整理，ｈｔｔｐｓ：／／ｏｐｅｎｄａｔａ．ｕｎｅｓｃｏ．ｏｒｇ／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ｆｌｏｗｓ／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ｂｒｅａｋｄｏｗｎ？ｔａｂ＝１。



贯坚持不干涉原则，我们缺乏处理战乱国家及脆弱国家事务的经验，这应该是中国下一阶段努力的
方向。

四、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的经典案例

近年来，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同领域的深度合作逐渐加强，一方面提升了中国在相关领
域的话语权，推动中国在该组织机构中角色的转变，同时也为因财务危机而行动受阻的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与帮助，保证了该组织持续健康的发展。本文将以信息传播及文化遗产
为例，试图总结中国在该领域取得的成绩及面临的挑战。

１．《信使》：从受援者到资助者
《信使》杂志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方杂志，创办于１９４６年。该杂志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６种工作语言出版，在会员国发行。该刊以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交流、促进教育科学文化领
域的发展、维护世界和平为己任，在全世界受到普遍的关注和欢迎。自创刊以来，每期有一个主题，

或集中讨论普遍关注的世界性文化问题，如环境保护、扫除文盲、文物考古、教育改革、妇女地位、儿
童教育、家庭演变等，或介绍历史名人、文艺巨匠、风格流派、民族风俗等系统知识①。１９８８年，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信使》创办人兼第一主编、美国记者桑迪·科夫勒（Ｓａｎｄｙ　Ｋｏｆｆｌｅｒ）指出，在联合国及
其专门机构出版的所有期刊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信使》杂志一直占据着读者数量和受众范围
的第一位。这本杂志多年来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它追求其最初的使命：促进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理想，保持不同文化之间对话的平台，并为国际辩论提供论坛②。

１９７８年，邓小平同志会见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姆博时，确定在我国翻译出版《信使》杂志。经过
筹备，《信使》中文版创刊号于１９８０年７月问世③。２００６年，由于教科文组织遇到财务困难，《信使》
杂志停止纸质版出版，于２０１１年被迫停刊。２０１６年１０月，中国教育部副部长郝平和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总干事博科娃在巴黎签订合作备忘录，由中国政府出资５６０万美元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官方杂志《信使》复刊。博科娃在签字仪式上表示，中国在教科文组织面临严重财务危机的情况下，
出资支持《信使》杂志复刊，将帮助上百万人获取有关信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④。２０１７年５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杂志中文版复刊首刊发布仪式在京举行。《信使》将陆续以中、英、法等７
种语言面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１９５个会员国发行，同时推出纸质版和网络版。

２０１８年，首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论坛在该杂志创刊７０周年、复刊１周年之际举办，论
坛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
团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举办。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祖莱、执行局主席李炳炫以及来自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各成员国的嘉宾，围绕“通过对话合作构建人类共同未来”这一主题展开交流。国家新
闻出版署署长、国家版权局局长庄荣文在论坛开幕式上表示，举办论坛是继中国政府支持《信使》复
刊后，继续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拓展《信使》功能、打造多元文化对话平台的积极探索，标志着
中国与教科文组织的务实合作又向前迈出重要一步。本次论坛以“通过对话合作构建人类共同未
来”为主题，着眼凝聚“行动中的集体智慧”，紧扣《信使》宗旨，顺应时代潮流，符合各方期待，具有重
要意义⑤。２０２０年１月，中国外文局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旗舰杂志《信使》世界语版翻译出版签约
仪式在北京举行。此次签约正式确立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外文局中国报道社翻译和出版《信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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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帆：《世界文化的窗口———＜信使＞月刊新面貌》，《中国图书评论》１９９０年第１期。

ｈｔｔｐｓ：／／ｅｎ．ｕｎｅｓｃｏ．ｏｒｇ／ｃｏｕｒｉｅｒ／ａｂｏｕｔ．
钟帆：《世界文化的窗口———＜信使＞月刊新面貌》，《中国图书评论》１９９０年第１期。
《中国政府资助教科文组织官方杂志＜信使＞复刊》，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ｃｉｏ．ｇｏｖ．ｃｎ／ｚｈｚｃ／３５３５３／３５３５４／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１５１４３０３／

１５１４３０３．ｈｔｍ。
《首届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 信 使 ＞ 论 坛 将 “感 知 中 国”活 动 推 向 高 潮》，ｈｔｔｐｓ：／／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ｓ？ｉｄ＝
１６０３１６８４１４４８６６８２２４０＆ｗｆｒ＝ｓｐｉｄｅｒ＆ｆｏｒ＝ｐｃ。



世界语版的合作关系。
《信使》承载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产生及发展理念，该刊物的持续健康发展不仅为该组织注

入了新的活力，也进一步彰显了中国对于承担国际责任的意愿与能力。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４０
届大会的会场中，《信使》的位置引人瞩目，经过三年的建设，中国也在国际出版的议题选择、版面设
计、推广宣传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下一阶段除了巩固成绩以外，还应该继续扩大《信使》出版工
作与会员国及国内业务的对接，进一步激发国内读者对于该刊物的了解和热情，更好地发挥文化及
信息传播的桥梁纽带作用。

２．世界遗产项目：从学习者到引领者

１９８５年，中国正式加入《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１９８６年，中国开始申请世界遗产项
目，从１９８７年开始，中国第一批文化遗产陆续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确认①。与此同时，教科文
组织也主动派出知名专家来华，对中国的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工作进行指导培训。在中国向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学习的阶段，中国国内从文物保护理念到对待文化的态度，都因世界遗产项目而受益
良多。
近年来，中国在世界遗产舞台的话语权不断提升，国际贡献不断增加。通过世界文化遗产的申

报、管理，中国大量优秀的文化遗产得以向全世界宣传、推广，增进了世界人民对中华文化的了解和
信任，推动各国各地区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同时，大量先进的文化遗产保护新理念、新做法、新案
例被引入我国，拓展了相关从业人员的视野，推升了他们的工作能力和水平②。截止目前，全世界
共有１１２１处地点被列入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其中，中国有５５处，包括３７处文化遗产、１４
处自然遗产，还有４处自然文化双遗产③。在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５０８个项目当中，
中国占了４０个④。目前，中国大概还有６２项自然和文化遗产地准备申请进入世界遗产名录⑤。
进入新世纪，中国在该领域的工作加速推进，不同层面和规格的国际会议、论坛、宣言，也在助

推中国国内对世界遗产工作的认识水平进一步加深，同时也保障了中国文化遗产对外援助工作的
顺利开展。作为遗产大国，我国已承办过第２８届世界遗产大会、第３届世界自然遗产大会和第４７
届国际风景园林师联合会世界大会，并与相关国际组织合作举办了一系列相关国际会议。另外，中
国还举办过遗产影响评估国际培训。这些活动增进了国际同行对我国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统理
念、方法的认识和理解，并形成了一些具有重要影响的国际文件，如《苏州宣言》、《峨眉山宣言》
等⑥。２００４年，中国担任世界遗产委员会主席国，在苏州成功举办第２８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其
贡献包括：推动建立可信平衡的世界遗产名录；通过《凯恩斯－苏州决议》，从而鼓励自然遗产和混
合遗产的申报；中国借助自身的技术与经验，积极援助柬埔寨、蒙古、乌兹别克斯坦、尼泊尔等国的
文化遗产保护等⑦。
此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陶瓷文化保护与创新”教席的设立，也是中国引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世界遗产项目的例子。这一教席落户中国江西省景德镇学院。作为世界陶瓷领域唯一教席，“陶瓷
文化保护与创新”教席的主要使命在于：密切对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战略目标和当前“一带一路”倡
议，聚焦联合国千年目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促进和传承遗产”与“促进创造力和文化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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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拥有第一批六处世界遗产（文化遗产五处：长城、明清北京故宫、敦煌莫高窟、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文
化与自然双遗产一处：泰山）。

施雨岑、王思北：《努力成为世界遗产强国———访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中国文化报》２０１７年７月１０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网，ｈｔｔｐ：／／ｗｈｃ．ｕｎｅｓｃｏ．ｏｒｇ／ｅｎ／ｌｉｓｔ／。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网，ｈｔｔｐｓ：／／ｉｃｈ．ｕｎｅｓｃｏ．ｏｒｇ／ｅｎ／ｌｉｓｔｓ？ｔｅｘｔ＝＆ｃｏｕｎｔｒｙ［］＝０００４５＆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３＆ｄｉｓｐｌａｙ１＝ｉｎｓｃｒｉｐ－
ｔｉｏｎＩＤ＃ｔａｂｓ。
《联合国在华４０周年：教科文组织携手中国推动教育、科学和文化建设》，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ｈｒｓｓ．ｇｏｖ．ｃｎ／ＳＹｒｌｚｙｈｓｈｂｚｂ／ｒｄｚｔ／

ｇｊｚｚｒｃｆｗ／ｚｈｇｊｚｚｚｐ／２０１９０６／ｔ２０１９０６２０＿３２１２９６．ｈｔｍｌ。

左小平：《中国世界遗产３０年》，《中国建设报》２０１５年６月１７日。

金磊：《“５２处世遗”彰显负责任大国对人类文明的担当》，《文汇报》２０１７年９月１３日。



形式的多样性”两个中期战略目标①。这是教科文组织文化保护目标同中国“一带一路”相互融合
与共同促进的典范，也体现了中国与教科文组织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合作不断深化。

中国引领世界遗产项目的另一个例子是对非洲世界遗产保护的重视和能力建设工作。在教科
文组织地理分区中，非洲地区特指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该地区共有１１亿人口，拥有９５处世界
遗产（包括５２处文化遗产、３８处自然遗产、５５处混合遗产）。一方面，非洲地区世界遗产的数量仅
占《世界遗产名录》的９％，代表性严重不足；另一方面，１／３的《濒危名录》遗产地位于非洲地区。非
洲地区世界遗产面临多项严峻挑战，如武装冲突、暴力极端主义、非法狩猎、法律体系不健全、管理
能力建设不足，等等②。２０１９年６月３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非洲世界遗产能力建设与合
作论坛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开幕。举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非洲世界遗产能力建
设与合作论坛，是落实２０１６年发布的关于中国－非洲共同保护世界遗产的《恩戈罗恩戈罗宣言》，

以及２０１８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关于加强中非各领域能力建设的具体举措；是中国政府践行

２０１８年中非合作论坛（ＦＯＣＡＣ）北京峰会内容，在能力建设承诺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

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使团大使沈阳在致辞中表示，能力建设是中国和非洲合作的重要
行动之一。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在发言中讨论了中国与非洲在世界遗产保护中面临的共同挑
战，诸如经济发展、城市扩张、旅游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盗窃、盗掘与走私等犯罪和自然灾害的
威胁，个别非洲地区还面临社会稳定及战乱对文化遗产的破坏。宋新潮就加强合作推动非洲世界
遗产保护，提出了“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切实加强世界遗产保护、尽快提升世界遗产保护水平、开展考
古研究强化世界遗产价值认定、打击文物犯罪防范世界遗产安全风险以及深化社区参与使世界遗
产惠及民生”等五点建议，并呼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相关国际组织和世界各国行动起来，共同推动
世界遗产的保护与传承③。宋新潮针对非洲世界遗产保护的这些建议，标志着中国已经开始从教
科文组织内的学习者转变为新的理念的引领者，不仅在资金上（见图４），也在规范层面推动全球文
化治理。

图４　２０１９年世界遗产基金成员国出资情况（单位：千美元）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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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世界陶瓷领域教席落户景德镇学院》，ｈｔｔｐ：／／ｊｘ．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ｎ２／２０１７／０５２４／ｃ３５９０８５－３０２３４５５８．ｈｔｍｌ。

ＵＮＥＳＣＯ：《第３８届教科文大会会议记录》，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４９页。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非洲世界遗产能力建设与合作论坛在巴黎开幕》，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ａｃｈ．ｇｏｖ．ｃｎ／ａｒｔ／２０１９／６／４／ａｒｔ＿

７２２＿１５５２９２．ｈｔｍｌ。

作者根据相关材料整理，ｈｔｔｐ：／／ｗｈｃ．ｕｎｅｓｃｏ．ｏｒｇ／ｅｎ／ｗｏｒｌｄ－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ｆｕｎｄ／。



五、结论与建议

中国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工作、与该组织的合作，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历程。本文总结
了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的基本情况，并做了两个案例研究。最初，中国主要是作为受援者
和学习者。通过与教科文组织的合作，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知识和经验支
撑。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对多边外交的日益熟悉和自信，中国逐步从受援者、学习者转
变为资助者和引领者。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所获得的成绩，并不仅仅是中国实力增强的结
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一国一票”的决策方式，因此，即便是霸权国美国也不能主导这个组织。
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的成就，本质上还是由于双方在推动文明对话、坚持多边主义、倡导
公正与平等等方面所具有的一致性。
在认识到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合作不断加深、中国的影响力不断增大以及角色的变化

时，也需要认识到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合作仍然有可以改进的空间：首先，对于该机构的基
础研究仍然不足。需要着重研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三权分立”格局，厘清大会及大会主席、秘书
处及总干事、执行局及执行局主席在决策过程中的不同作用及优先事项，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其
次，与西方国家的信任与合作不足，西方国家对于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的作用，仍然是带着
怀疑和有色眼镜的方式。最后，进一步加强与国际教育、科学和文化标准的对接，并积极扩大国际
合作领域。目前来看，中国国内民众对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了解还不多，社会层面的参与也相对
薄弱。国内政策宣传及执行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与国际标准的对接，并积极扩大国际合作领域。
例如，申遗过程中及申遗成功后，保护管理、法律法规、能力建设、国际交流都需要有针对性的调研，
以保证该领域的可持续发展。
随着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发展，中国自身积极参与全球文化治理的需求将会进一步提升，借助教

科文组织这一优势平台，将有助于中国在文化治理领域发挥更具建设性的作用。同时，教科文组织
目前积极推进与落实的可持续发展，与中国可持续发展规划高度契合。针对中国同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的双边合作关系，在此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第一，在国际职员领域，加大中国职员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比重，以解决中国职员在教科文

组织代表性不足的问题。目前，中国已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缴纳会费第一的成员国，然而，中国
在教科文组织任职人员尤其是中高级职员太少，无法有效匹配中国在资金方面对教科文组织的支
持力度，致使中国职员在教科文组织代表性不足，无法充分发挥在教科文组织框架下参与全球文化
治理的作用。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应当加大培养国际组织人才的力度，改革国际组织人才培
养模式，改进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理念。此外，应当拓宽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模式中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的渠道，不仅要加强国际组织人才在国际组织相关理论、历史、制度方面的知识储备，而且要积极提
供国际组织实习机会，加强专项、基金会、社会力量对国际人才培养的参与度和支持力度。
第二，与教科文组织合作，构建“一带一路”教育及文化治理体系。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金使

用的主要领域可以看出，教育与文化始终是该组织工作的重点，这与中国一直以来的工作侧重点吻
合度较高。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以开放、包容、平等为价值理念，注重促进教育治理、教育援助、沿
线文化遗产的保护、文化产业的发展以及多元文化的交流等文化治理内容。因此，双方有着广阔的
合作空间。构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教育文化治理体系，需要整合自身资源及战略规划，建立“一
带一路”沿线教育治理、教育援助、文物保护、文化创新促进不同区域和跨国间文化交流的一套完整
体系，从顶层设计（机制、规章、政策）到治理主体（政府、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联系各个具体治理
领域，增加民间理解与尊重，以教育文化治理带动经济发展水平，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第三，加强多边框架下的双边合作，促进可持续发展。在该领域，中国应该加强与主要出资国

及主要接收国的合作。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倡议下，２０１８年９月在德国柏林举办了首届中德文
化遗产促进可持续发展文化交流会，此次会议聚集了国际专家和利益相关者的参与，讨论了文化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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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媒介在当下及未来如何在国际舞台上促进可持续发展①。此外，数据显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
金的主要接收国集中表现为战乱国家、脆弱国家及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在实际工作中，因为
中国一贯坚持不干涉原则，我们缺乏处理战乱国家及脆弱国家事务的经验，这应该是中国下一阶段
努力的方向，实践中进一步理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
起保卫和平之屏障”的初衷，从而发挥更大的作用。

（责任编辑：彤　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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